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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素养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吗？ 

——基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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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21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数据，通过构建有序 Logit 回归模型和中介

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作用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

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除数字金融素养外，不同层面的数字素养都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

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既要注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弥合接入层的数字鸿沟，也要完

善对农村居民的数字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数字红利，提高村民的政治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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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digital literacy promote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or not：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role based on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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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21 Chinese Social Survey,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digital literacy on farmers’ rural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by constructing ordered Logit regression models and 

mediation effect models. The study found that digital literacy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s farmers’ rural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except for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different levels of digital literacy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play a positive and partial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literacy’s influence on farmers’ rural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supporting construction of rur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at the access 

level, as well as to improve the digital education system for rural residents, maximize the release of digital dividend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of vill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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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战略

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不断加强乡

村治理工作、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

根本保障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践。2018

年 4 月，习近平在湖北农村考察时强调：“乡村振

兴不是坐享其成，等不来、也送不来，要靠广大农

民奋斗。”近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健全村党

组织建设、下沉自治单元、培育社会资本、创新参

与机制，不断完善村级治理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

制，致力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显

著提升了乡村治理整体水平。但在治理重心下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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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下乡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现象普遍出

现，只注重提供服务，缺乏对农民群众的组织和动

员[1]，呈现村庄主体性弱化和治理成本外化的倾向[2]。

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一般村民参与能力弱、参与

积极性不高，乡村治理结构集权化，公共决策的科

学性、有效性、针对性不足等问题仍然突出[3]。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等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以及基于技术革新的

现代化治理方式正在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治理场景

中，推动着整体治理模式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

信息化时代下的乡村治理创新是我国乡村面临的

又一次重大变革[4]。立足乡村振兴战略，中央政府

围绕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作出系列决策部署，为农业

农村的数字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工作指

引。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

战略”；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

台《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明数字乡村建设

的重点任务；2020 年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

了《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确

定了首批数字乡村国家试点地区；2022 年中央网信

办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指

南》，意在加强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从规划到实

践，体现了国家对于乡村数字化建设的高度重视。 

通过全国行政村光纤网络、移动通信以及涉农

综合服务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的持续建设，乡村数

字化水平稳步提升，数字技术逐渐嵌入农村居民的

日常生活中。数字建设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引起了学

界的广泛关注，他们对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作

用机理、实践困境和推进路径展开了研究。从作用

机理来看，部分研究聚焦数字技术的协调、分析等

工具属性[5]，认为其可以结合互联网平台普惠、融

合、回应、去中心化等特征，打破乡村原有的地缘、

社会关系和经济结构，颠覆原有治理方式[6]。研究

认为治理赤字、技术增负[11]、数字形式主义[12]、数

字依赖[13]、智能官僚主义，技术排斥和数字鸿沟[14]

等关键症结导致了数字治理的实践困境。针对以上

困境，有学者从平台搭建、监督机制、公共参与、

治理结构、权力运行、治理效果等[7-9]维度探析了数

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精准、开放、融合、源头治理模

式的塑造，建议重构治理空间和打造治理共同体[10]。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从整体层面分析了数字技术如

何嵌入乡村治理各环节，更多关注政府在数字乡村

建设中的制度安排和平台建设的优化，鲜有从微观

角度探索数字技术的使用对农村居民参与乡村治

理的影响。“政府主导”视角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村

民在乡村治理和数字化转型中的主体地位，难以充

分释放数字技术带来的激活效应。 

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依靠数字建设和制度建

构，更依赖于农民主体性的发挥、数字能力的提升

以及对乡村治理的深度参与。通过对数字技术的合

理使用，农村居民实现公共参与的日常化，有利于

反映自身诉求，理解公共政策的内容，并对政策执

行的情况进行评价与讨论。但是，乡村还存在大量

的数字弱势群体，数字环境的缺失和数字教育的不

足共同制约着农民使用技术的愿望和能力，农民数

字素养产生极大分化[15]。数字素养的差异在很大程

度上关系着农民对乡村治理的深度参与[16]，影响着

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和乡村自治能力

的整体提升。鉴于此，本文采用 2021 年中国社会

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剖析农

村居民数字素养与乡村治理参与的内在关联与作

用机制，发掘推动村民自治发展的内生动力，为加

快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微观

解释。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素养与治理参与 

数字素养是因应数字时代而产生的概念，国内

外学者对其内涵展开了探讨。Gilster 最早提出应将

数字素养和其他技术类型的素养区分开来，强调数

字素养是对数字信息进行阅读、理解、整合和评判

的综合能力而不仅仅是获取[17]。Eshet 将数字素养

定义为居民在数字环境下进行生产、生活、社交和

学习等活动的能力[18]。Martin 则认为数字素养是一

种发展性技能，分为使用数字工具和设备、获取数

字资源、构建新知识和新资源三个阶段[19]。王佑镁

等基于对计算机素养、网络素养、信息素养和媒体

素养等相关概念的分析、整合和提取，提出数字素

养是不同素养概念体系在数字时代交融、流变、拓

展的产物[20]。也有学者指出，数字素养在本质上具

有政治性，对数字素养内涵的理解不能脱离特定的

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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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界在数字素养的界定上还存在分歧，但

基本认同数字素养不仅是使用数字工具的能力，还

应包含对数字技术和资源进行多元化运用和创造

性转化的能力。而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数字素养

教育相对滞后和数字基础设施的不平衡发展，我国

农村居民对数字工具和设备的使用能力总体处于

较低层次，难以实现数字知识的再创造。因此，本

文将农民数字素养定义为农民正确认识并合理使

用数字工具和技术，利用数字资源进行学习、工作、

社交、娱乐和服务获取等行为的综合能力。结合

2021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问卷中有关数字素

养的题项设计，依据村民数字使用的具体内容将数

字素养进一步拆分为数字信息素养、数字娱乐素

养、数字社交素养、数字工作素养、数字学习素养、

数字生活素养和数字金融素养。 

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互联网更是以信息传

播优势成为动员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22]。

郑永年指出，互联网创造出一个新的公共领域，拓

宽了公众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实现了政府与社会之

间的双向赋权[23]。王薪喜和孟天广则通过对城市居

民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集体介入—社会导向”

型的互联网使用模式对常规政治参与、非常规政治

参与都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24]。个体对互联网的使

用意愿和使用能力则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其所处

的数字环境和自身数字能力，数字素养差距已然成

为影响公民参与治理的重要因素。 

沈费伟和袁欢指出，数字技术再造乡村治理的

动力机制离不开农民对数字乡村政务、商务和农务

的主动参与[25]，而良好的数字知识储备是农民应用

信息技术参与公共事务议程的关键要素。随着农村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乡数字鸿沟一定程度上

被弥合，技术接入机会差异逐渐演变为农民数字技

能和数字使用类型的差异，物理层面的数字接入鸿

沟也开始转向农民的数字素养鸿沟[26]。苏岚岚和彭

艳玲发现农民群体的数字素养越高，对数字设备和

数字化平台的使用越熟练，就越有可能通过微信

群、公众号和政务 App 等方式获取乡村党建教育、

村务管理、民主监督和安全维护等公共事务领域的

信息[27]，并主动参与讨论和表达意见。数字素养降

低了农民参与治理的门槛，拓展了参与手段和方

式，有利于调动农村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农民在村级治理中的实质参

与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数字素养对于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素养越高的农村居民参与

乡村治理的可能性越高。 

（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介作用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是民众对自身所处的社会

阶层和经济实力的评判和认同。数字技术正在融入

农村农业现代化发展和高质量转型的全过程，凭借

数据信息低成本、非排他和易复制的特性，给农业

生产注入新要素和新动力，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经

营渠道和管理体系的变革[28]，促进资源合理配置、

城乡市场有效对接、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和乡村产业

升级[29]。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阵地，

涵育数字素养为农村居民实现收入增长乃至社会

经济地位的提升带来了大量机会。首先，农民数字

素养越高，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就越强，有利于缓

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合理配置生

产要素，及时规避风险[30]，提高生产经营的利润。

其次，数字素养特别是数字商业素养越高的农村居

民越有可能享受到数字经济红利，获得数字普惠金

融的支持[31]，通过网络平台发展电商、直播等新产

业，拓展增收空间。最后，数字素养的提升还有助

于促进乡村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帮助处于资源劣势

如缺乏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农民群体

开展创业活动[32]，摆脱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处境。 

同时，有实证研究表明，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

位的公民在参与政治活动层面存在差异，收入更

高、社会阶层认同更高的群体会采取更加积极的投

票行为[33]。只有当人们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经

济地位时，客观的社会经济状况才会影响到他们的

政治参与行为，客观社会经济状况通过主观社会经

济地位认知，对民众社会政治态度产生影响[34]。社

会经济地位认知越高的村民越有可能形成积极稳

定的社会政治态度，进而主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

讨论、协商和决策。据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

假设： 

H2：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

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中起显著正向的中介作用。 

（三）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政治效能感是个体对自身所拥有的政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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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知，认为改变政治和社会是可能的，且自己的

行为在改变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35]。Lane

对政治效能感进行了划分：一是个体对其参与并影

响政治过程能力的判断，即内在政治效能感；二是

个体对政治体系重视并回应其诉求的感知，即外在

政治效能感[36]。作为理解公民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

的重要变量，政治效能感对治理参与的影响一直是

热点研究领域之一。李蓉蓉从学理基础和现实意义

层面分析了政治效能感对个体采取政治行为、参与

公共政治生活的拉动作用[37]。裴志军以浙江农村为

样本，实证检验了外在政治效能感对村民参与公共

协商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38]。韩晓宁和王军基于在

线调查数据得出，在解释政治心理因素对深度政治

参与行为的影响时，外在政治效能感发挥显著的促

进作用，而内在政治效能感作用不显著[39]。因此，

本文认为外在政治效能感对村民的治理参与行为

有着更积极的影响，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越强，对

政治系统的回应有越高的心理预期，参与乡村治理

的可能性就越大。 

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有研究认为相较于

自身的政治经历和政治知识[40]，媒介使用过程中对

政治信息的接触和了解对公众外在政治效能感的

生成起着愈发重要的作用[41]。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提

供的海量政治信息和间接政治经验逐渐成为公众

外在政治效能感获得的重要来源[42]。相关研究显示，

青少年和城市居民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往往更强[43]，

因为这类群体使用新媒体获取信息的能力更强，整

体数字素养更高。换言之，个体的数字素养高低已

经成为影响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的重要因素。鉴于

以上讨论，培育数字素养有助于拓宽农民获取乡村

政务信息、进行政治讨论的渠道，进而强化对诉求

得到回应的感知，实现外在政治效能感的提升，主

动并持续地参与到乡村治理活动中。综上，本文提

出如下假设： 

H3：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

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中起显著正向的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21 年中国社会状况

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 CSS，2022

年 12 月 21 日发布)。CSS 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主导的面向全国的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

其调查区域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每次调查样本为七千到万余个家庭，采用概率抽样

的入户访问方式，包含了个人和家庭基本特征、生

活情况、社会价值观、公共参与和社会评价等方面

的调查内容。样本量大、覆盖面广、更新及时的调

查数据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科学性和时效性，且其

中的调查问题与本研究的主题契合。本文研究对象

为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参考相关研究，以居住

地的城乡属性作为城乡区分的依据，筛选出居住地

为“农村”的样本，并对涉及核心变量的缺失值、

异常值进行处理，最终得到 4 635 个观测样本。 

（二）变量选取和操作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

为。就治理参与行为，有学者依据是否涉及公共议

题和是否参与决策过程划分出强制性参与、引导性

参与、自发性参与和计划性参与 4 种类型[44]。本研

究重点关注村民为实现和维护村庄的公共利益，促

进公共利益最大化，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的管理、决策和实施等活动中

的行为实践，即农民的引导性、自发性和计划性参

与行为。基于此，在问卷中选取问题“最近 2 年，

您是否参与过下列事情”中“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

“利用专业知识参与公共政策、公共事务论证会”

“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公布的政策发表个人意见”

“参加所在村居/单位的重大决策讨论”和“出席政

府部门组织的有关公共政策的听证会”等 5 个问题

对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进行综合测度；将“参

与过”赋值为 1，“未参与”赋值为 0，然后将 5

个问题答项的取值加总来衡量农民的乡村治理参

与行为，取值范围为 0~5，取值越高意味着参与度

越高。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素养。依据前文的

定义，首先要对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进行初步判

断，选取问题“您平时上网吗？”进行测量，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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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为“是”则赋值为 1；若回答为“否”，则赋值

为 0。其次，数字素养水平还体现为个体数字使用

的频率和使用类型的丰富程度，选取“您上网进行

浏览时政信息、娱乐休闲、聊天交友、商务或工作、

学习教育、网上购物或支付、投资理财活动的频率

是？”这 7 项数字使用的相关问题对农村居民数字

素养的综合水平进行测量，答项包括“从不、一年

几次、一月至少一次、一周至少一次、一周多次和

几乎每天”，分别赋值 0~5。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按照特征根大于１的原则提取到 2 个公共因子，累

积方差贡献率为 67.8%。以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占累

积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因子得分的权重来测算

综合得分，由于综合得分存在负值，为了便于解释

回归结果，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转换为 0~5的数值，

以此代表农民数字素养的综合水平。因子分析结果

中，7 项问题的 KMO 值为 0.863，且 Bartlett 球形

检验显著性，表明测量题项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

性，因子分析有效。 

3．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

治效能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在调查问卷中选

取问题“您认为目前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

大体属于哪个层次？”进行测度，将答项中的“下、

中下、中、中上和上”依次赋值为 0~4，数值越大表

示村民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认知越高。外在政治

效能感变量选取问题“您是否同意参与政治活动没

有用处，对政府部门不能产生什么根本的影响？”

作为问项，答项中的“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太

同意和很不同意”表示外在政治效能感由低到高，

依次赋值为 0~3，得到外在政治效能感的取值。 

4．控制变量 

综合可能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因素，选

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民族、工作类型、户

口性质、政治面貌、基层政府信任水平和所在区域

等作为控制变量。 

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样本量 

被解释变量 乡村治理参与 参与过=1，未参与=0  0.25 0  5  0.59 4 635 

解释变量 数字素养 从不=0，一年几次=1，一月至少一次=2，一周至少一次=3，

一周多次=4，几乎每天=5；因子分析得出综合得分 

 1.22 0  5  1.15 4 635 

中介变量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下=0，中下=1，中=2，中上=3，上=4  1.37 0  4  0.94 4 635 

外在政治效能感 非常同意=0，比较同意=1，不太同意=2，很不同意=3  1.48 0  3  0.87 4 635 

控制变量 性别 男=1，女=0  0.48 0  1  0.50 4 635 

年龄 调查年份的年龄 47.44 18 70 14.26 4 635 

受教育程度 未上学=0，小学=1，初中=2，高中/中专/职高=3，专科=4，

本科=5，研究生=6 

 1.94 0  6  1.20 4 635 

民族 汉族=1，少数民族=0  0.89 0  1  0.31 4 635 

工作类型 有非农工作=1，无非农工作=0  0.36 0  1  0.48 4 635 

户口性质 非农业户口=1，农业户口=0  0.08 0  1  0.27 4 635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1，非党员=0  0.08 0  1  0.27 4 635 

基层政府信任水平 完全不信任=0，不太信任=1，比较信任=2，非常信任=3  1.98 0  3  0.91 4 635 

地区 东部=2，中部=1，西部=0  1.08 0  2  0.82 4 635 

 

（三）模型设定 

被解释变量是取值 0~5分的有序离散变量而非

连续变量，故选择有序 Logit 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进行回归分析，并使用有序 Probit 模型进

行稳健性检验。模型构建如下： 

PAi=β0+β1DLi+γControli+εi              （1） 

其中，PAi表示第 i 个被访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

行为，DLi 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该农民的数字素

养水平，Controli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εi 为随机

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 2 显示了通过有序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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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列（1）只包含数字素养变量和乡村治理

参与变量，显示在不添加其他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

下，数字素养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

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β=0.223，p<0.01)，说明

数字素养的提升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具有积极的

影响效应，H1 得到初步支持。列（2）（3）（4）

在陆续加入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程度，户口性

质和政治面貌等控制变量后，数字素养变量的系数

仍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β=0.418、0.386、

0.419，p<0.01)，说明数字素养的提升确实调动和激

发了农民参与公共治理活动的积极性，数字素养越

高的农民主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可能性也越大，

H1得到验证。表 3 汇报了基准模型的边际效应，显

示了当数字素养提升一个单位，农村居民的乡村治

理参与得分为“0”的概率就下降 5.96%，治理参与

得分为“1”“2”“3”“4”“5”的概率分别提

高 4.32%、1.18%、0.3%、0.12%和 0.03%。 

表 2 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乡村治理参与影响 

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乡村治理参与 

(1) (2) (3) (4) 

数字素养 0.223*** 
(0.031) 

0.418*** 
(0.043) 

0.386*** 
(0.045) 

0.419*** 
(0.046) 

性别  0.541*** 

(0.078) 

0.450*** 

(0.080) 

0.396*** 

(0.082) 

年龄  0.027*** 

(0.004) 

0.021*** 

(0.004) 

0.023*** 

(0.004) 

教育程度  0.015 
(0.040) 

﹣0.057 

(0.043) 

﹣0.020 

(0.043) 

民族   ﹣0.282** 

(0.121) 

0.099 
(0.128) 

工作类型   0.077 

(0.083) 

0.168** 

(0.084) 

户口性质   ﹣0.148 

(0.141) 

﹣0.160 

(0.144) 

政治面貌   1.086*** 

(0.120) 

1.137*** 

(0.123) 

基层政府信任

水平 

   ﹣0.159*** 

(0.042) 

地区    ﹣0.532*** 

﹣(0.051) 

样本量 4 635 4 635 4 635 4 635 

R2_p 0.009 0.031 0.046 0.068 

注：括号里为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 1%、5%、10%的

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3 边际效应分析 

变量 
乡村治理参与 

0 1 2 3 4 5 

数字素养 
﹣0.059 6*** 

(0.006 3) 

0.043 2*** 

(0.00 6) 

0.011 8*** 

(0.001 6) 

0.003 0*** 

(0.000 6) 

0.001 2*** 

(0.000 4) 

0.000 3*** 

(0.000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635 4 635 4 635 4 635 4 635 4 635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50 
 

表 4的回归结果显示了不同类型的数字素养对

农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除数字金融素养外，其

他类型的数字素养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的

乡村治理参与行为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进一步佐

证了 H1。数字金融素养作用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农

民的数字素养整体水平较低，而数字金融素养属于

较高层次的数字素养，投资理财等金融行为相对脱

离农民的日常生活，对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

影响有限。 

表 4 不同类型的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的影响 

变量 
乡村治理参与 

(1) (2) (3) (4) (5) (6) (7) 

数字信息素养 
0.178*** 

(0.020) 
      

数字娱乐素养  
0.107*** 

(0.020) 
     

数字社交素养   
0.129*** 

(0.021) 
    

数字工作素养    
0.117*** 

(0.027) 
   

数字学习素养     
0.189*** 

(0.026) 
  

数字生活素养      
0.153*** 

(0.032) 
 

数字金融素养       
0.065 

(0.05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635 4 635 4 635 4 635 4 635 4 635 4 635 

R2_p 0.066 0.058 0.060 0.057 0.062 0.057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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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研究中可能存在互为因果、测量误差以

及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存在

一定程度的偏误，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处理。

常见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适用于内生变量

和因变量为连续变量的情形，而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乡村治理参与为有序离散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有失效的风险。因此，本文采用 Roodman 提出的条

件混合过程方法（CMP）[45]，对农民数字素养和乡

村治理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工具变量检验，该方法

基于极大似然估计，构建递归方程组以实现对两阶

段回归模型的估计。参考文献[46]，本文选择将

“2020 年您全家的通信支出”的答项取对数作为数

字素养的工具变量。一方面，通信支出包含着上网

费、流量费等使用数字设备和工具的消费支出，客

观反映了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水平，满足工具变量的

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家庭的通信支出理论上不

会对农民个体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 

表 5显示了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条件混合

过程方法估计的结果。在 2SLS 第一阶段回归中，F

统计值为 573.44 超过了标准值，表明通信支出变量

不存在弱工具性。在使用 CMP 方法估计的回归中，

内生性检验参数 atanhrho_12在 1%统计水平下显著

不为 0，表明基准回归模型存在内生性。处理内生

性问题之后，CMP 模型第二阶段数字素养变量仍然

显著正向影响乡村治理参与行为，且系数有所上升

（β=0.832，p<0.01)。内生性影响下基准模型低估

了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的促进效果，其真

实影响会更大，再次印证了 H1。 

表 5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2SLS CMP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数字素养  
0.326*** 

(0.108) 
 

0.832*** 

(0.150) 

通信支出 
0.104*** 

(0.015) 
 

0.100*** 

(0.01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一阶段 F 值 573.44    

atanhrho_12    
﹣0.612*** 

(0.200) 

样本量 4 271 4 271 4 271 4 271 

 

（三）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

响机制分析 

根据前面的推论和假设，数字素养通过对农民

个体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的提高

间接影响他们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本文将通过逐

步检验法对中介效应进行分析，在式（1）的基础

上，构建如下模型： 

Mi=β0+β2DLi+γ
’Controli+εi       （2） 

PAi=β0+β3DLi+β4Mi+γ
’’Controli+εi    （3） 

其中 Mi 表示中介变量，其他变量的意义与式

（1）相同。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47]提出的逐步检

验法流程，依次对式（1）（2）（3）的回归系数

进行检验。在系数 β1显著的前提下，如果系数 β2、

β4也都显著，且 β2*β4与系数 β3的符号相同，说明

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否则为遮掩效应。当系数 β3

显著时，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否则为完全中介效应。

若系数 β2 和 β4 有一个不显著，就需要进一步用

Bootstrap 法进行检验，以判断中介效应的存在。表

6 汇报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的中

介效应检验结果。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乡村治理参与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乡村治理参与 外在政治效能感 乡村治理参与 

(1) (2) (3) (4) (5) 

数字素养 
0.419*** 

(0.046) 

0.145*** 

(0.033) 

0.412*** 

(0.046) 

0.116*** 

(0.033) 

0.411*** 

(0.046)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0.116*** 

(0.042) 
  

外在政治效能感     
0.150*** 

(0.04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 635 4 635 4 635 4 635 4 635 

R2_p 0.068 0.020 0.069 0.037 0.070 

 

列（1）显示，数字素养对农民的乡村治理参

与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β=0.419，p<0.01)，满足

了中介效应成立的首要条件。列（2）和列（4）表

明数字素养的培育能够显著地提升农民的主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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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地位（β=0.145，p<0.01)和外在政治效能感

（β=0.116，p<0.01）。列（3）和列（5）显示在引

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变量后，数

字素养仍然显著促进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

（β=0.412、0.411，p<0.01)，且 β2*β4 与 β3 的符号

相同，说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

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的影响中发挥了显

著的部分中介作用，H2、H3得到验证。数字素养的

培育有助于改善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认知，增强他

们的外在政治效能感，激发参与乡村治理的信心，

进而更加主动地参与乡村治理。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前述回归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采

用更换解释变量衡量策略和回归模型的方式进行

检验。将数字素养变量 7 项测量问题的答项“从不”

到“几乎每天”分别赋值 0~5，用加总求均值的方

式替换因子分析得到核心解释变量新的取值。表 7

中列（1）显示了更换解释变量衡量策略后回归的

结果，数字素养依然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促进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β=0.387，p<0.01），说明研究

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用有序 Probit 模型和 OLS

模型替换前文使用的有序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列

（2）和列（3）的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对乡村治理

参与行为的显著正向影响仍成立（β=0.234、0.089，

p<0.01），再次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表 7 稳健性检验 

变量 
乡村治理参与 

(1)更换衡量策略 (2)Oprobit (3)OLS 

“数字素养” 

(加总均值) 

0.387*** 

(0.042) 
  

数字素养  
0.234*** 

(0.025) 

0.089*** 

(0.0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635 4 635 4 635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分析了农民数字素养的培育在乡村治理

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基于 2021 年中国社会状况

综合调查数据，并通过有序 Logit 回归模型和中介

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

为的影响机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首先，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乡村治理

参与行为，数字素养水平越高的农村居民越有可能

主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影响决策议

程。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这

种积极的影响作用仍然成立。其次，研究围绕“数

字技术日常使用状况”来划分不同类型的数字素

养，发现数字信息、娱乐、社交、工作、学习、生

活素养都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数字金融素养的影响有限。最后，主观社会经济

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

理参与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数

字素养的提升有助于拓宽农民的信息渠道，帮助处

于信息和资源劣势的群体改善自身的社会经济状

况，加深对乡村治理中参与的重要性的认识和理

解，进而提升其参与意愿。 

（二）启示和讨论 

上述研究结论显示数字素养对农民参与乡村

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数字技术对农民个

体具有“赋能”与“赋权”的叠加效应，这意味着

通过消弭数字素养的“城乡差”“群体差”，释放

数字技术的普惠效应可以助推农民参与乡村治理。

当然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也不能陷入“数字崇拜”，

技术本身只是工具和手段，只有通过数字素养的培

育，充分激活其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潜能，逐步

改变治理的惯习和结构，才能实现乡村振兴的社会

“智”理。数字素养对农民治理参与的影响是与农

业农村的生产生活实践深度融合的，农民数字素养

的培育离不开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也离不开具体应

用场景的操练，本研究为理解农民的数字化生活状

况提供了崭新的思路。为加快推动数字乡村建设，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既要注重数字接入层的硬件配

套，也要加强对农民的数字化教育，缩小乡村“代

际”“群际”数字资源差距，避免少数农民成为“数

字难民”而弱化其社会参与能力。 

在数字环境建设层面，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

施，缩小区域数字化差距，为数字赋能农民参与乡

村治理打好基础。乡村数字环境的建设和优化不能

“一刀切”，而应结合各地乡村数字化发展的实际

情况，根据区域发展不同阶段和水平采取差异化的

推进策略。一方面，加快补全农村地区基础信息化

建设的短板，实现移动通信网络、宽带网络、有线

电视网络全覆盖。逐渐弥合城乡之间及村与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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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接入层的鸿沟，夯实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底

座。另一方面，提高乡村数字设施和服务的水平，

注重适用性和实用性，降低操作难度，简化使用流

程，提升农民对数字技术的使用意愿。加强制度和

技术互嵌，通过搭建乡村数字平台拓宽农民参与乡

村治理的渠道，畅通意见表达渠道，主动回应并妥

善处理农村居民的诉求，切实提升农民群体的政治

效能感。 

在数字素养培育层面，由政府主导并联合优质

企业、社会组织、学校等多方社会力量建立全方位、

多层次的乡村数字教育体系，提高农民数字素养的

整体水平，使他们在乡村治理中更好发挥主体作

用。首先，对农民群体实行分级分类分层培训，精

准识别个性化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培育策略，将

培训资源向数字弱势群体重点倾斜。特别是对农村

留守妇女和老人，可以通过开展专项技能培训班进

行“数字扫盲”。其次，发挥不同主体的资源优势，

丰富数字素养培育的渠道和方式。鼓励互联网企业

开发数字素养培训的线上课程，线上学习和线下辅

导相结合，有助于数字教育降成本提效率；运用基

层党组织和村委会的组织力和动员力，集中开展数

字知识的培训和学习；调动社会资源，引导邻近的

学校或社会组织开展对农民群体的数字知识教育

和技能培训活动。最后，建立农民数字素养培育的

长效机制，关键在于激发农民数字学习的主观能动

性，树立数字化发展的理念。让农民群体最大限度

享受数字红利，能够利用数字素养提升其社会经济

地位。同时，灵活运用新媒体对数字素养培育进行

广泛的正向宣传，发挥农民数字精英群体的示范和

引领作用，提升农村居民对数字技术的认知水平和

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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